











     


























































































  至正五年乙酉(1345)，连捷以张士坚榜成进士。授处州录事  
  有能声。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暴，则诚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既去，民立去
思碑，青田刘基为文纪之。（弘治府志、嘉靖县志）  














































































































































































































































  至正十八年戊戌(1358)  
  五月，元廷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是年方国珍侵占元廷
所控制的绍兴路之上虞、余姚等地。  

















































  所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  
  原集久佚。后人辑得诗五十余首，文十数篇。戏曲有《琵琶记》一种传
世。今人复为之结集作《高则诚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附记】  
  则诚之宦历，有明前期方志作较详细的记述。如嘉靖《瑞安县志》所录则
诚小传后附注云“见旧志”，即出永乐乙未(1415 年)修纂的县志，其时距则诚
去世不过五十余年，《柔克斋集》尚未散佚，所记应属可信。弘治《温州府
志》所叙则诚履历，与县志仅个别字之别，当同出一源。故本文论则诚行年即
以二志为主要依据。但嘉靖县志则诚传尾“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
为词曲之祖，盛行于世”云云，应系嘉靖间重修县志时新增，而非永乐县志原
文。观弘治府志亦无此数语，可以为证。且《琵琶记》受人重视，正是在明嘉
靖前后，永乐间南戏未有足够地位，时人未必关注此种小道也。而今引者多不
察，甚至有将嘉靖县志迳作永乐志原文著录者，如《〈琵琶记〉资料汇编》，
故不可不辨。  
  又，《琵琶记》明季受世所重，实与士夫开始关注南戏有关。观明正德、
嘉靖间，有关高则诚与《琵琶记》的传说渐多。例如因明太祖赞赏《琵琶记》
而附会出则诚明初受征召之说，故其卒年，便被推迟到了明初，并为清初所修
的《明史稿》、《明史》所采用，以至真相被掩盖。又嘉靖以后，则诚曾经历
之地，均有与《琵琶记》创作有关之传说，如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宁波府
志》与嘉靖三十八年成书的《南词叙录》均记则诚于鄞作剧之事；其说复为万
历《温州府志》、《瑞安县志》所采纳。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九“古迹”则
有“瑞光楼”一条云：“郡南二十里栎社之阳。元末时东瓯高则诚避乱，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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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居是楼。作《琵琶记》成，时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蜡烛二支相隔，光
忽交合，遂名为瑞光楼云。”而《明诗综》则谓“其填词夜，案烧双烛，赴至
‘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交为一，洵异事也。”清周亮
工《因树屋书影》卷一则云：“虎林昭庆寺僧舍中，有高则诚为中郎传奇时几
案，当按拍处，痕深寸许。”嘉靖《萧山县志》卷五“寓贤”记云：“高明，
字则诚，永嘉人。博学善诗文，元季流寓萧山，与邑儒戴宗鲁为莫逆交。任原
礼延置于家累年，词瀚多存。今乐府《琵琶记》，则在原礼家时所编也。”又
隆庆《东阳县志》云：“三杯亭，元永嘉高则诚从乌伤黄文献公游，不闻其读
书声。既辞归，黄偶登其所居楼，壁间书乃《琵琶记》草，文辞淹博，意义精
工。读而奇之，追饯此亭，三杯而别，因传为三杯亭。”此条亦为《浙江通
志》卷四十七“古迹”引录。又万历《新昌县志》云：“丁若水，元贸山书院
山长。精于乐府音律，与高则诚共编《琵琶记》。”清刘廷玑《在园杂志》
云：“若前《琵琶》，则东嘉撰于处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悬藜阁中。”光绪《处
州府志》卷“杂志”亦云：“郡城西姜山悬藜阁，为元高东嘉撰《琵琶记》院
本处，文人多题咏。”要之，晚出之材料，多有因《琵琶记》影响日著而附会
生长之可能。以故，本文首取早期方志，于他种材料则慎而用之。  
  其次，则诚之履历，依弘治府志与嘉靖县志，一一可按。故本文所考则诚
官职行历即以方志为据，不别立异说。有些材料，如黄溍《绍兴筑城记》云：
“至正十二年秋，……佥事秃满帖穆尔……倡众大治其罗城。……而判官高
明，推官冯某、王某分督其工程。”（《金华先生文集》卷九）论者多将此判
官高明，即视作高则诚。按：则诚任判官向未见著记载，此高明未必即彼高明
也。故本文不取此说。又如光绪《慈溪县志》卷十五“金石”有《元慈溪县罗
府君嘉德庙碑》，署“征事郎国史院典籍官高明书”，立石则在“至正二十一
年九月初吉”，或有论者据此断定余尧臣记载失实。按：关于高则诚的记载，
均未记其曾任国史院典籍官之事，而任福建行省都事时为七品承事郎，数年后
反为从七品之征事郎，不可通。故此高明是否即高则诚，也仍需要材料作证
明，本文不取。（参见下文《高则诚卒年考辨》） 
 
